
“不要叫我院士，请叫我老师”
演讲 钱易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外音话

她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力学之父”钱伟长的堂妹、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60 年传道授业，

如今 83 岁高龄仍然躬耕于三尺讲台。她说：“不要叫我院士，请叫我老师。因为做老师是我真正喜
欢的事情。”

不久前，著名环境工程专家、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钱易先生来到“人文清华讲坛”，为大家讲
述了“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的钱家故事，并深情回忆了影响她人生的几位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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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排球人生

演讲听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我们一家都是教师

我很小的时候受到父母的影响，开始对教
育工作有了兴趣。

我们一家都是教师， 我父亲那边叔父、伯
父是教师，我母亲这边姨妈、舅父也是教师。我
有 3个哥哥 1个妹妹，我们 5兄妹全部都是教
师。而且，我们 5 个人的配偶，有 4 个半是教
师。为什么会有半个教师呢？那半个就是我的
老伴，我的老伴在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工作，虽然不是教育部门，但是他是研究院的
博士生导师，所以我把他称为半个老师。

我父亲钱穆是一位教历史的老师，他的人
生道路很曲折。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曾经
有过五世同堂的规模。但是我父亲 12岁时，我
的祖父去世了，而且家道中落，我父亲中学还
没有毕业就辍学了。于是，他开始做小学教师，

后来又做中学教师。因为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
兴趣浓厚，所以工作之余不断读书、写文章。他
就是因为在苏州一所中学教书的时候写了一
篇文章《刘向歆父子年谱》，受到了学术界的注
意，特别是顾颉刚先生非常欣赏我父亲的那篇
文章，特意来到苏州找我父亲，还对他说：“你
不适合再在中学教书了，我推荐你到北京的燕
京大学去教书。”这件事情对我的启发很大。一
方面， 我父亲能够在艰苦的条件下不懈学习，

这值得我学习。另一方面，像顾颉刚先生这样
的伯乐愿意帮助一个年轻人，帮助他找到自己
的位置继续成长，这也让我看到了一个老师应
该有的品质。

由于种种原因， 从 1948年到 1980年，我
父亲和我们分开了 30多年。 我童年记忆中印
象很深的是，他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他在家
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里度过的， 我母亲总
要嘱咐我们，走路不要出声音，不要干扰你们爸
爸写东西。我父亲给我的 3个哥哥起名字，也很
有寓意。第一个哥哥叫钱拙，“笨拙”的“拙”；第
二个哥哥叫钱行，“行动”的“行”；第三个哥哥叫
钱逊，“谦逊”的“逊”。这 3个名字都不是那种很
响亮很光辉的名字，而都有鼓励孩子的含义。比
如“拙”，就是提醒儿子勤能补拙，要勤奋。“行”，

就是行胜于言，不能光靠讲话，要多行动。“逊”，

就是要谦逊。从 3 个哥哥的名字中，我体会到
父亲对于下一辈的期望和教导。

我父亲 1948 年离开我们到广州去教书，

后来 1949年到香港办了新亚书院， 主要是教
授中国文化、历史。新亚书院办了很多年，1963

年港英政府建议把新亚书院与崇基书院、 联合
书院合并成香港的一个大学，我父亲非常赞成。

他提了两个建议， 一个是这个大学的名字叫香
港中文大学， 另一个建议是希望香港中文大学
的校长都由中国人来担任。 这两个建议让我深
深体会到，虽然父亲离开了大陆，但是他心里爱
国的情怀并没有消失，他是非常爱国的。

1981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院长金
耀基教授安排我的堂兄钱伟长和我去香港见
了我父亲一面， 那是我和父亲分开 32年后第
一次见面。钱伟长哥哥 12岁丧父，他基本是由
我父亲带着长大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共同语
言。钱伟长当初考清华大学考的是文科，大学
入学考试时他的文科成绩比较好， 物理不及
格，英文水平也较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
下决心要读理工科， 要走科技兴国的道路，他
的举动感动了当时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

吴教授说我给你一年的时间试读，看你这一年
的成绩决定你能不能转到理工科，结果钱伟长
这一年的成绩非常好，后来他在力学等方面作
出了很多成就。 他对我父亲说了自己做的事，

我父亲听了觉得很欣慰。

我与父亲第二次再见面，是在 1988年。父
亲上世纪 60年代离开香港后定居台湾， 当时
得了重病。正好那时台湾开放大陆同胞赴台探
亲，所以我就提交了申请，因机缘巧合成了大
陆赴台探亲的第一人。 那时父亲已年逾九十，

双目失明 11年，病重卧床 2个月。我每晚陪在
父亲身边，帮助老人洗澡、穿衣，利用这宝贵的
机会为父亲尽孝心。 父亲的病情很快好转，不
仅恢复了写作，而且能接待客人了。和父亲在
一起的 27天时间里，常有父亲的学生来看他，

我也了解了很多我父亲教育学生的故事，它们
使我深刻体会到，父亲将一生献给国学和教育
是多么有意义。

我的母亲张一贯曾经是苏州一所小学的
校长，她白天在小学工作，晚上回来除了照顾
我们 5个孩子，还要准备学校里的工作。我家
住在苏州的耦园， 那是一个很大的苏州园林，

当时有十几个人家都住在那个院子里。每天晚
上吃完晚饭， 邻居就会把他们的孩子送来，让
我母亲给他们辅导功课， 大约有七八个小孩，

我母亲就在两张桌子间跑来跑去，一个一个地
辅导。我当时还没上小学，但是我看得出来孩
子们都很喜欢我的母亲， 都听我母亲的话，所
以我从小就感觉到做老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事，老师是非常受人欢迎的。

另外一件事给我更深的印象。 上世纪 50

年代，我已经十几岁了，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爆
发，有很多受伤的士兵回国治病养伤，有一些
就住在耦园。我母亲见这些年轻的战士们天天
只是休养身体，病得也不是太重，就关心地问
他们：“你们有没有兴趣学一点功课啊？ 数学、

语文、历史我都可以教你们，你们想学吗？”那

些年轻的战士都说“我们想学”，于是我母亲每
天抽出时间给他们上课，这些年轻的战士有的
叫我母亲“老师”，有的叫我母亲“妈妈”。我当
时看了这一幕，觉得做老师那么重要，那么被
人需要、受人欢迎，所以从那时起，我心里就埋
下了一颗种子， 我决定长大了要像我母亲一
样，做一个老师。

我再讲一讲我姨妈的故事。我姨妈年轻时
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 后来抗战的时候牺牲
了，所以她一直没有结婚。她和我们家很亲近，

又特别喜欢女孩子。所以，从我出生一直到结
婚、有孩子，她总是很关心我和我的家，直到她
去世。她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她有一种人生
哲学叫作“三乐主义”，即知足常乐、自得其乐、

助人为乐。虽然她自己的生命中有挫折，但是
她总是很乐观，能够和周围的人交朋友，并且
把乐观的心态传递给自己的学生。她的“三乐
主义”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我也是
一个很乐观的人， 总是乐于见到好人好事，万
事从好处去想，而不去纠结于某些让自己伤心
的事。

对我影响至深的三位恩师

在我的成长中，有很多老师对我帮助和影
响非常大，我想说一下其中的三位老师。

我本科上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给水排水
专业。有一位老师叫胡家骏，他总是在关键时
刻指导我、点拨我，给我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大学毕业答辩后， 答辩委员会主任、清
华大学的陶葆楷先生请胡先生鼓励我考他的
研究生。胡先生来动员我，我直接就拒绝了，我
说我不去清华，我要去兰州建设大西北。后来
胡先生就对我说了几句话：“第一，陶先生是市
政工程界全国第一的学者。第二，他要招研究
生，你能考上的话，是你的幸运，你能学到很多
东西。第三，很多人去考，你能不能考上还是问
题。”于是，我改变了主意。后来，我考上了陶葆
楷先生的研究生，来到了清华大学。所以，如果
没有胡先生，我不可能成为清华的老师。

胡先生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上世纪
90年代，我突然收到一封胡先生的来信，长长
的有 4页纸。胡先生在信里说：你最近工作生
活好吗？听说你现在有很多社会工作、社会活
动，你还有没有时间做研究？他指的是我先当
了政协委员，后来又当了人大代表。他说，我们
这个行业需要人才，工作任务很重，你不要放
弃你的专业，你一定要好好从事教学和科研工
作。我读了信非常感动，我和胡先生分隔那么
多年，而且远在千里之外，他担心我没有把足
够的精力用在业务上，居然写信提醒我、关照
我。于是，我马上提笔给胡先生写回信，详细地
告诉他作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需要做些什
么工作，我说我曾经参加了环境保护方面有关
法律的制定， 参加了很多执法的检查工作，我
还在会上经常就环保、 教育问题提出建议，在
教书的同时我也一直坚持做科研。我的信也写
得很长， 胡先生收到信后很快又给我回了信，

他说：知道你做的这些事都是有意义的，我放
心了。胡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恩师，他让我深深
体会到做一个老师就要对学生负责，而不仅仅
是讲课而已。

陶葆楷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初来清
华时还有点紧张， 但是第一次和陶先生见面，

就让我完全放松了紧张的心情，觉得陶先生就
像是一个亲人、一个家长。

陶先生虽然对我非常亲切，但是他要求学
生是很严格的。他让我一定要上两门课，一门
是数学课，在清华上，一门是微生物学课，要到
北京医科大学去上。 医科大学的微生物学课，

要用小动物做实验， 比如要给小白鼠打针，然

后检测小白鼠发生的变化。 可是我很怕小动物，

不敢把小白鼠抓在手里，所以经常出洋相。

其实我后来做科研，很多项目都是和微生物
处理技术相关的。我记得有两个项目都取得了成
功，一个项目是“高浓度有机工业废水厌氧生物
处理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另外一
个项目是“难降解有机物的处理工艺和技术”，获
得了自然科学进步二等奖。我到北京医科大学去
上微生物学课所打下的基础，对这些工作都有很
大帮助。

陶先生还有很多带教学生的方法，让我受益
良多。比如当时北京市有一些关于给水排水的问
题，经常召开专家讨论会，陶先生总是把我也一
起带去听。像北京市的污水处理厂应该设在什么
地方，应该采用什么工艺，应该怎么做，这些问题
非常实际，听了不同专家的讨论，就像是上了很
多不同老师的课一样，收获很大。

我研究生毕业后担任了陶先生的助手，第
一个工作就是和他一起编一本书。 其实这本书
主要是由陶先生写的，我的工作就是做表格、收
集数据、进行计算、画图等，此外陶先生还让我
写了两章内容。等到书出版的时候，陶先生居然
把我的名字和他并列放在书的封面上， 这让我
非常惊讶。我对陶先生说我没有做什么事，怎么
能够作为作者之一呢？陶先生马上说，你做的工
作是少不了的，你就是一个作者，你以后也要自
己独立做作者，写这样的书。所以，我在陶先生
的手下做学生、做助手，得到了陶先生精心的培
养和呵护。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激不尽。1980年学校选拔
一些人出国做访问学者，第一次选拔的名单里没
有我，后来陶先生发现了，马上去给系领导提意
见，他说钱易自学过英文，一定能考上。1981年，

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这给我打开了一扇新
的大门，我在国际上认识了不少专家，参加了很
多活动。我后来经常想，在我的一生中，假如我没
有遇见陶先生，我会是什么样？我肯定不会是清
华大学的教授，我的人生道路肯定完全不同。

第三位我想说的老师是顾夏声教授，他和我
从事的专业、从事的研究和教学完全一样，我从
他身上学到了很多。顾先生年轻时因为车祸造成
骨折，走路有点瘸。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

顾先生完成了留美的学习， 后来在清华大学任
教。

有一次， 我有一个专业上的问题不明白，去
请教顾先生， 顾先生说他考虑一下再回答我。那
天晚上，突然有人敲我家的门，我开门一看居然
是顾先生。我当时住在五楼，顾先生住在一楼，我
说你怎么爬上五楼了，他的腿很不方便。他说没
有关系， 我来跟你解释一下你提的那个问题。顾
先生的治学精神、教育学生的精神对我的影响很
大。

顾先生是无锡人，他讲的普通话里带着很重
的无锡口音，学生往往听不太懂，所以顾先生练
就了非常厉害的写板书的能力，他上课时一边讲
一边写，可以让学生完全听懂他的话。顾先生给
研究生讲课的时候，他还想出一个办法，他说研
究生要好好提高英语水平，我这门课干脆就用英
语讲吧。学生们听他用英语讲课比听他用无锡话
讲课更容易懂， 所以这门课不仅学了专业知识，

还锻炼了英语听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 我们钱家有一个祖传的
《钱氏家训》，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利在一身勿谋
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
更谋之。”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每个人做事一定要
看它有利于什么， 如果这件事只有利于一个人，

那就不能做，有利于天下的事才去做；如果是有
利于当前一时的事，你要去做，但是有利于千秋
万代的事你更要去做。 我自己一辈子做了两件
事，一件事是做教师，一件事是从事环保事业。我
仔细想一想，这两件事都是利于天下，都是利在
万世，都是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感到非常欣慰。

■ 张萍

近日，前中国女排国家队队
员张萍来到“深圳市民文化大讲
堂”， 为大家讲述了她的跌宕起
伏的排球生涯。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前中国女排国
家队队员， 曾经获得过 2003年女排世界
杯冠军和 2004年雅典奥运会冠军。

我是一个普通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没
有什么天赋异禀，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我有
一位和电影《摔跤吧！爸爸》里一样的父
亲。我的父亲把他的排球梦全部寄托在了
我的身上，当时他的每月工资只有 43元，

他却毅然贷款 7000多元， 为我买了一台
录像机，对我的打球动作进行录像，以分
析我比赛时的表现。

小学时，我就加入了校排球队，但那
时我对排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只是愿
意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而已。 到了中学，一
开始我的身高不高，于是转而参加了田径
队练习投掷项目。但到了初二，我的身高
达到了 1.85米，父亲便让我转学进入天津
市体校继续学习排球。

因为我比同龄的孩子晚几年进入体
校，所以只有加倍训练才能赶上她们。我刚
学侧滚翻救球时，胯部和后背都磨破了，每
天早上起床时伤口和被单都粘在一起，可
我不敢告诉爸妈，憋着一股子劲继续练。

后来，经过层层选拔，我进入了天津
女排。成年队的训练更加艰苦，第一天训
练脚底就磨出了血泡。由于我的排球技术
欠佳，当时很少有机会参加比赛。于是，我
的父亲就每晚带我加练， 增加我的体能，

提升我的排球技术。

1998年，排球技术改革，出现了自由
人这个位置，自由人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后
排一传和防守的质量，替换后排高个子运
动员，达到平衡攻守的效果。因为这项改
革，我开始有了上场的机会。但休假对我
来说成了奢侈的事情，每年的排球联赛从
冬天开始，到春天结束，几乎每一个春节
我都是和队友、教练一起度过的。

慢慢地，我的实力得到了提升，被选
入了国家青年队。我第一次穿着有国旗的
运动服，代表国家参加国际大赛，心情无
比激动。

2002年，我正式进入国家队。那时正备
战女排世界杯， 教练对我们的要求愈发严
格。陈忠和教练经常说：“你们是我带过的身
体条件最差的一届。”所以，除了每天高强度
的 8小时训练，还要加班加点地训练。记得
有一次，我们没有达到陈指导的要求，练了
3个小时以后才休息喝水。 那时夏天没空
调，汗都流干了，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沙漠里。

教练也非常辛苦，练防守的时候，如果
要求我们达到好球 20个， 他可能要扣 40

个球甚至更多，才能让我们完成一组。封闭
训练的时候我们一共 20人左右，训练结束
后教练还要看录像、做技术分析，再根据队
员的具体表现制定第二天的训练任务。

同时，陈指导十分注重培养我们的意
志品质和团队精神。 在湖南郴州集训时，

训练基地附近有座山叫苏仙岭，有 500多
米高，一共有 1760个台阶。陈指导要求全
队在 25分钟之内到达山顶，如果超时，全
队就要重新爬一遍。我们每天都在挑战体
能极限，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
泪，轻伤不下火线。我也从中渐渐感受到
了女排精神到底是什么。

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终于以替补的身
份参加了 2003 年女排世界杯的比赛，我
们最终获得了阔别 17 年的世界冠军。我
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国旗徐徐升起，心里
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参加奥运会。

2004年的冬训，距离奥运会还有不到 5

个月的时间，赵蕊蕊在训练时小腿骨折，我由
替补变为主力。为了真正成为主力，我每天课
后加练，拦网、扣球，和二传配合技战术，每一
个球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因为，国际比赛经
验为零的我，不能拖全队的后腿啊。

奥运会的首场比赛，我们的对手是美国
队。我并不是首发上场，因为赵蕊蕊又归队
了。但没想到，几分钟后蕊蕊再次受伤，我被
换上了场。当时我旧伤复发，每次比赛前要吃
止疼片，打封闭针，缠上绷带，从小腿缠到大
腿，好让我感觉不到骨头磨骨头的疼痛感。

最终，我们进决赛了，决赛的对手是俄
罗斯队。在 0 2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全队
齐心协力，拼每一分、每一局。终于，我们获
得了 1984年之后的第二个奥运冠军，我在
那场比赛中独得 25分，成为“最佳攻手”。

本来我一心想参加北京奥运会，但
2007年 5月， 我的膝盖不得不动了手术。

我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了。

动完手术的那天深夜，我一个人躺在
病床上哭。然而，哭也没用，已经这样了，

排球教会我要认真拼好下一个球！ 于是，

还在病床上的我开始学习英语。2009 年，

我赴香港中文大学求学，并最终获得了学
士和硕士学位。

现在，我成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
一位老师。我很高兴还在做着与排球相关
的事情，除了教给学生排球技术，我也希
望学生们能学习和感受女排精神，希望我
的经历能带给他们更多的力量和勇气。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内容有删减）

我们钱家有一个祖传的《钱氏家训》，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利在一身
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更谋之。”我自己一
辈子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做教师，一件事是从事环保事业。我仔细想一
想，这两件事都是利于天下，都是利在万世，都是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感
到非常欣慰。 ———钱易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
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盛之中，便足
以自慰了。”

———“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于敏曾经
28载隐姓埋名，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
空白，为氢弹研制突破作出卓越贡献。他荣
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等崇高荣誉后，一如既往地低调，盛名
之下始终保持一颗初心，他曾经这样说道。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十亿尚寒穷……

神州经技飞腾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想今天
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特别欣赏这首诗。”

———近日， 由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主
办、清华大学承办的“2019年度求是奖颁奖
典礼”在清华大学举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
主杨振宁教授被授予“求是终身成就奖”，他
在颁奖典礼上念起了著名爱国实业家査济
民先生的诗歌《借放翁句告儿孙》，嘱托青年
后辈要重视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20世纪 80年
代，中国的变化是非常惊人的，仅基础设施
而言，就与过去是天壤之别。很多人都在想，

这个能持续下去吗？而事实上，自从我第一
次访问后，这种进步一直在持续。今天，无论
是在人工智能还是办公软件领域，中国工程
师的人数一直在增加，队伍在壮大。我喜欢
去中国，看看那里出现的新事物，因为现在
很多最新的创新都是由中国首创的。”

———近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 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接受央视记者
采访时这样表示。

“老一辈电影演员接到戏， 往往先要
体验生活 3个月至 5个月；可现在有些年
轻演员前脚迈出上个剧组，后脚就奔下一
个去了。要改变这种现状，只能靠演员自
觉，演员要有更高尚的职业精神，尊重行
业的基本规律， 吃完一碗饭再吃下一碗。

严于律己，这是一种对观众的负责。”

———不久前，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陈
道明在人民网“文艺星开讲”节目中，这样
谈自己对演员这个职业的敬畏和初心。

“如果追溯西方经典， 会发现它拥有
古典主义的崇高，深深感动读者，而现代
主义则以复杂性使读者沉迷。当代中国文
学在接受现代主义时，更多的是形式上的
模仿，是沉迷，而缺少古典主义所仍然具
有的感动的元素。我以为，中国传统这个
河流不能中断， 随便从中舀出一勺来，仍
能品尝出古典的崇高与震撼。”

———不久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
炜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谈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传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